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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波动为关注点，探
究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本文将产业结构不平衡程度的周期性波动定义为

不平衡增长周期，并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的制度特征分

析了这种周期产生的原因。 本文认为，不平衡增长会提高经济未来的平衡增长

率，但必然要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正是不平衡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与国家追求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共同导致了不平衡增长周期。
关 键 词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不平衡增长周期　 马克思　 社会总

资本再生产理论

一　 引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而百年后的今天，一
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社会生产力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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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性意义，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

极其宝贵的发展经验。 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迈
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此，本文以中国长

期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周期性波动为关注点，探究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现有

研究在总结中国产业结构演变时，大多强调 １９７８ 年前后两大历史阶段在发展战略上

的差别。 其中，最显著的差别就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

衡发展战略，而改革开放后采取了相对平衡的发展战略。 有趣的是，以重工业和轻工

业规模之比衡量，两大历史阶段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程度都呈现周期性波动，且周期的

跨度在 １０－２０ 年之间。 图 １ 用不同指标展示了这种波动。 我们把产业结构不平衡程

度的周期性波动定义为不平衡增长周期。 纵观中国长期发展历程，以重工业更快增长

为特征的不平衡增长反复出现，而这种不平衡增长又似乎难以持续，一段时期之后经

济就会呈现非重工业更快增长的情况。 这种周期具有怎样的规律？ 其背后的原因是

什么？ 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图 １　 行业总产值之比

数据来源：《新中国 ５０ 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作者估算。 估算

方法见本文第四部分。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我们分析经济结构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理论

基础。 这一理论强调部类之间通过积累、分配和消费相互影响，价值实现要求部类之

间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保持一定的比例。 马克思的理论也为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 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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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的制度特征建立了一个两部类再生产模型。 对理论模型的分析说明，不平衡增

长会提高经济未来的平衡增长率，但必然要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在中国的情境中，
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对重工业的增长都有强大的控制力，对
工资分配也有较强的影响力。 国家调节积累和分配的目标是双重的：国家既追求经济发

展，也追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双重目标意味着，国家既要通过不平衡增长促进

经济发展，也要促进人民收入与经济规模同步增长，避免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中国将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一般意味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 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国家会努力促使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速度赶得上经济增长速度。 所以，当不平衡增长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到一

定程度时，国家会主动降低重工业增长目标，并促使劳动报酬份额回升①。 我们认为，正
是不平衡增长对分配的影响与国家的双重目标共同导致了不平衡增长的周期性。

在中国长期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总是伴随着分配结构的演变，其背后是

国家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双重目标的权衡。 早在 １９５６ 年，毛泽东（１９９９）
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阐明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要吸取

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不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教训。 他指出：“（加重

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

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在 ２０ 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

期，国家不仅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恢复和加强农业生产，而且在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增加职工

补助，提高了 ４０％的职工的工资级别。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的同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并推动了工资制度改革，使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显著上升。 ２０１５ 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着力解决重工业行业的“去产能”问
题；与此同时，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宏观政策集中力量创造就业机会，各地政

府连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保持稳定上升趋势。 在论

述“协调发展”理念时，习近平（２０１９）指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

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强

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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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认为劳动报酬份额是影响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的因素之一。 劳动报酬份额是初次分配中的重要指

标，反映了劳动者与企业及国家之间的分配格局，也是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于经济增长提高速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性收入也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国家通过税收

或企业上缴利润形成财政收入，用于各项民生支出；二是资本性收入由国家或企业进行积累，而积累在许多情况

下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前一种渠道受财政收入总量的限制，通常无法替代劳动报酬对人民生活水

平的主要决定作用；后一种渠道只有经过数年之后才能见效，短期中积累仍然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长期发展的视角总结不平衡增长周期的规律和特征有利于理解中国经济当前所处

的阶段，正确处理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促进经济以相对平稳的方式运行。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 第二部分讨论有关不平衡增长及其周期性的文献，并回顾近年

来学界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第三部分建立两部类再生产模

型，模型分为静态和动态两部分：静态部分用来严格定义不平衡增长，并解释不平衡增长

的利弊；动态部分用来分析不平衡增长出现周期性的原因。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经验研究

部分，展示了关键变量的周期性，并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分析了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 结

果表明，劳动报酬份额上升会促使重工业增速上升，而重工业发展增速上升会抑制劳动

报酬份额的上升，这为我们对不平衡增长周期的解释提供了证据。 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从经济结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及其波动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角度，不同部门之

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是影响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重要因素。 这一思想深刻影响

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根植于这一思想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增

长理论为近代以来许多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合理性。 生产资料优先增

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他在其中论述了资本有机构成随资

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提高，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观点。 列宁进一步论证和发

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并结合当时俄国的环境，提出要在俄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
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多马提出的社会主义增长模型（Ｆｅｌｄｍａｎ⁃Ｍａｈａｌａｎｏｂｉｓ⁃Ｄｏｍａｒ
模型，简称 ＦＭＤ 模型）也体现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想（多马，１９８３ 中译本；余永定，
１９８２）。 另一个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来源于二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思潮

（林晨和陈斌开，２０１８）。 与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１９４３）等的“大推动”平衡增长理论相

反，赫希曼（１９９１）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发展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

过程。 他主张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关联度高的产业，充分发挥产业互补性和外部性

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中

国学者姚洋和郑东雅（２００８）基于重工业比轻工业更具技术和金融外部性的观点，阐
明了一定时期内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合理性。

同样根植于结构分析的视角，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展

开了一系列研究。 这些研究与本文的关注点密切相关。 国内早期研究主要通过描述

性统计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影响。 其中，马建堂（１９９０）、张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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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等发现轻工业比例一般在扩张阶段下降，收缩阶段上升，重工业则相反。 马建

堂（１９９０）认为投资波动会引起投资品生产和建筑部门的扩张或收缩，进而引起周期

波动，投资波动又是传统体制下强烈的投资冲动与失衡的产业结构交替作用的结果。
张新华（１９８８）指出，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结构一般有“重型化”趋势，而当结

构失衡严重影响经济增速时，国家会抑制重工业投资。 随着计量方法的普及，学界对

周期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分析。 孙广生（２００６）、赵旭杰和郭庆旺

（２０１８）研究了三大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别从产值和投资数据以及劳动力

市场数据入手，发现第二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推动

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来源。 干春晖等（２０１１）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龚刚和林毅夫（２００７）利用投资优化模型证明了

过度投资会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政府宏观调控之后又会造成经济波动，使中国经济陷

入“缩长”的失衡局面。 龚刚和高阳（２０１３）在此基础之上引入价格方程，证明经济的

稳定（价格行为）和非稳定机制（投资行为）共同引起了经济波动。 袁江和张成思

（２００９）认为强制性技术变迁是造成经济不平衡结构的重要因素。 陈璋和黄彪（２０１３）
认为引进式技术进步造成高低端两部门结构不平衡，与 ＧＤＰ 一同呈现周期性变化，且
中国高速增长离不开这种不平衡增长方式。 此外，一些研究对历史上两大工业发展规

模及速度、每一阶段增长战略转变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定性分析（简新华，２００５；武力和

温锐，２００６），另一些研究就轻重工业比例协调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杨坚白，１９６２）或
定量分析（邓宏图等，２０１８）。

我们还关注到，已有研究大多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应用马克思社会

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事实上，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对本文

的关注点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理论说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运动的核心问题是

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这就产生出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必要性。 马克思以最终经

济用途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进行考察。 具体到实际应

用中，马克思的划分一般对应于重工业和轻工业（杨坚白，１９６１）。 近年来，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不断涌现，给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带来一系列启示。 朱殊洋

（２００８）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动态均衡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双线性状态方程，以最优

控制方法将状态方程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结合，推导出两大部类积累率的计算公式。
李海明和祝志勇（２０１２）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作为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一般

均衡约束，并把资本积累引入到资本家偏好中，构造最优化问题。 崔晓露（２０１３）引入部

类优先增长系数，考察两大部类增速的不同情况，讨论两大部类的积累率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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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冯金华和孟捷（２０１９）利用两部类再生产图式，对投资品部

类自主积累和增长的边界条件进行考察，指出存在投资品部类单独积累和增长的可能

性。 此外，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对卡莱茨基的理论有较大影响。 Ｆｕｊｉｔａ（２０１９）
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卡莱茨基模型，分析了多种需求体制的存在可能性。 本文所建立的

模型在不同方面借鉴了以上研究成果，并根据本文的主题对模型进行了扩展。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产业结构又偏重于三大

产业划分，涉及本文不平衡增长周期性的研究较少。 在不平衡增长的背后，产业结构周

期与分配结构波动具有怎样的关系，仍是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以下，本文从国家的双

重目标出发，考察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逻辑，运用经过扩展的马克思两部类再生产

模型研究中国的不平衡增长情况，并用经验方法刻画中国不平衡增长的周期性波动。

三　 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部类模型

（一）模型设定

首先需要说明，我们把不平衡增长周期视为一种中期波动。 在这种波动中，生产

能力可以随着积累而变化，分配结构也可以通过国家干预进行调整①。 这种波动不同

于短期波动，它抽象掉了价格波动和产能利用率波动的问题，假设每个部类都满足了

价值实现条件；它也不同于长期波动，即由于重大技术创新、利润率动态、制度演变等

因素引起的长达 ３０－５０ 年的波动。
我们在马克思两部类再生产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扩展。 分配结构与产业

结构之间的协同演进是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历史的一个观察，也是本文试图在理论和

经验上进行分析的研究假说。 两部类框架可以揭示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及其对增长的影响②。 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类（部类 Ｉ 和部类Ⅱ），分别生产

两种产品（产品 １ 和产品 ２）。 每个部类的产品都可以用作生产资料，但只有产品 ２ 可

以用作消费资料。 令部类 Ｉ 和部类Ⅱ的产品数量分别为 Ｘ１ 和 Ｘ２。 不考虑固定资本，
生产 １ 单位产品 １ 需要投入 ａ１１单位的产品 １ 和 ａ２１单位的产品 ２，还需要投入 ｌ１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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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Ｓｋｏｔｔ（１９８９）曾把经济波动时期划分为超短期（对应价格调整）、短期（对应产出

调整）和长期（对应生产能力调整）。 我们所说的中期波动相当于 Ｓｋｏｔｔ 所说的长期。
本文没有采用古德温模型等古典单部门模型（Ｇｏｏｄｗｉｎ，１９６７；Ｆｏ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此类模型的特点之一

是利润直接转化为积累，从而抽离了价值实现问题。 这也是一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此类模型不考虑“有
效需求”的原因（Ｌａｖｏｉｅ，２０１４；Ｓｋｏｔｔ，１９８９）。 要明确考虑价值实现和再生产条件，有必要引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

再生产的分析框架。



的活劳动；生产 １ 单位产品 ２ 需要投入 ａ１２单位的产品 １ 和 ａ２２单位的产品 ２，还需要投

入 ｌ２ 单位的活劳动。 部类 Ｉ 和部类Ⅱ在净产品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ｑ１ 和 ｑ２，

产品价格分别为 ｐ１ 和 ｐ２。 由于我们假设产品 ２ 既可用作消费资料，也可用作生产资

料，所以，以部类 Ｉ 为例，生产既需要投入产品 １ 用作生产资料（ｐ１ａ１１Ｘ１），也需要投入

产品 ２ 用作生产资料（ｐ２ａ２１Ｘ１）。 根据以上定义，可得两部类产品总产值的表达式：

ｐ１Ｘ１ ＝ ｐ１ａ１１Ｘ１ ＋ ｐ２ａ２１Ｘ１ ＋ ｐ１ ｌ１Ｘ１ｑ１ （１）
ｐ２Ｘ２ ＝ ｐ１ａ１２Ｘ２ ＋ ｐ２ａ２２Ｘ２ ＋ ｐ２ ｌ２Ｘ２ｑ２ （２）

　 　 以上模型设定意味着存在 ｑ１ ＝
１ － ａ１１ － ａ２１ｐ２ ／ ｐ１

ｌ１
和 ｑ２ ＝

１ － ａ１２ｐ１ ／ ｐ２ － ａ２２

ｌ２
，说明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由单位产品生产资料投入的减少引起，也可以由单位产品劳动投

入的减少引起。 如果中间投入系数和产品价格不变，那么 ｑ１ ｌ１ 和 ｑ２ ｌ２ 也都保持不

变①。 令 Ｙ１ 和 Ｙ２ 分别为两部类的净产值：

Ｙ１ ＝ ｐ１ ｌ１Ｘ１ｑ１ （３）
Ｙ２ ＝ ｐ２ ｌ２Ｘ２ｑ２ （４）

　 　 我们的模型设定与马克思经典两部类模型主要有六处不同。 这些不同在本质上

继承或扩展了马克思的模型，使两部类模型更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并对下文

的模型分析起到了简化作用。
其一，马克思模型中只有产品 １ 可以用作生产资料，即 ａ２１ ＝ ａ２２ ＝ ０，而我们假设产

品 ２ 也可以用作生产资料，即 ａ２１≥０ 且 ａ２２≥０。 同时，我们保留了马克思经典模型中

两部类的不对称性，产品 １ 只能用作生产资料，不能用作消费资料。 引入这一新假设

主要是因为本研究讨论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在现实中，有许多产品属于既可用作生产

资料，也可用作消费资料的情况，例如汽车、煤炭、粮食等等。 这种做法在文献中也有先

例（多马，１９８３ 中译本；Ｆｕｊｉｔａ，２０１９）。 虽然引入新假设会使模型稍显复杂，但也增强了模

型的现实性。 马克思的经典模型以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部门之间也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因而也适用两部类模型。
其二，马克思通常假设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而我们假设两部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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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可以根据模型设定表现马克思的资本有偏型技术进步。 该技术进步方式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资本

有机构成提高，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 以部类 Ｉ 为例，其资本产出比表示为：
ａ１１ ＋ ａ２１ ｐ２ ／ ｐ１

ｌ１ ｑ１
。 因此，在给定分配情

况下，资本有偏型技术进步的特点表现为：ａ１１或 ａ２１上升，但同时 ｌ１ 以更大幅度下降，乃至抵消了生产资料投入系

数上升的影响，从而在 ｌ１ ｑ１ 下降的情况下使 ｑ１ 上升。



间投入与净产值之比保持不变。 以 Ｃ 代表不变资本，Ｖ 代表可变资本，Ｓ 代表剩余价值，
该假设用马克思的表述方式即 Ｃ ／ （Ｖ ＋ Ｓ）保持不变，而马克思通常假设 Ｃ ／ Ｖ 和 Ｖ ／ Ｓ 不

变。 因此我们的假设比马克思的假设更为宽泛，是马克思假设的必要非充分条件①。 从

适用性来说，Ｃ ／ （Ｖ ＋ Ｓ）反映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和活劳动之间的一种

技术关系。 这一假设也能得到既有文献的支持。 例如，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 ＦＭＤ 模

型（多马，１９８３ 中译本）、古德温模型（Ｇｏｏｄｗｉｎ，１９６７）都采取了类似的假设；后凯恩斯主

义经济学中的增长与分配模型也通常假设技术性的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Ｌａｖｏｉｅ，２０１４）。
其三，马克思假设两部类剩余价值率相等，而我们假设两部类劳动报酬份额相等。

劳动报酬份额是工资总额占净产值的比重，而工资总额不仅包括初始可变资本，还包

括当年追加的可变资本，用马克思的表示方式即（Ｖ ＋ ΔＶ） ／ （Ｖ ＋ Ｓ）。 马克思的经典模

型通常假定两部类剩余价值率相等，即 Ｓ ／ Ｖ 相等。 由于马克思区分了初始可变资本 Ｖ
和追加可变资本 ΔＶ，而统计上的劳动报酬是指一年中全部劳动报酬，即 Ｖ ＋ ΔＶ，因此

两部类劳动报酬份额相等并不等同于两部类剩余价值率相等。 采取这一假设原因有

二。 一方面，劳动报酬份额能直接用统计数据衡量，是国家调整发展战略直接参考的

变量；而剩余价值率需要对统计数据进行加工才能得到，且没有直接的政策影响。 另

一方面，如果坚持假定两部类剩余价值率相等，模型会更为复杂。 这是因为，假设剩余

价值率相等则无法保证两部类劳动报酬份额相等，有关劳动报酬份额的变量就要从 １
个（两部类统一的劳动报酬份额）增加为 ２ 个（两部类各自的劳动报酬份额）。 为了使

模型更为简洁直观，我们采用了两部类劳动报酬份额相等的假设。 我们令两部类的劳

动报酬份额都为 ｗ，工人储蓄率为 ｓｗ②。
其四，马克思假设每个部类的剩余价值只能在本部类内部积累，而我们假设两部

类的剩余价值可以通过计划系统或金融系统实现跨部类积累。 也就是说，每个部类的

追加资本不受本部类剩余价值的限制，但两部类追加资本总额受剩余价值总额的限

制。 采用这一假设主要是因为不平衡增长必然涉及资源向某个部类的集中；如果无法

实现跨部类积累，某个部类优先发展就无从谈起了。 并且，这一假设与现实是相符的：
在现实的计划经济中，国家可以通过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调配实现剩余跨部类转移

积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金融系统通过市场机制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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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下文的分析将会看出，做出这一假设的原因主要是模型将分配变量视为内生变量，而如果假设剩余价

值率不变的话，那么分配内生就无从谈起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模型部分用工资总额的概念，但在经验研究部分我们考虑了农业，因此经验研究

部分的劳动报酬是工人工资和农民务农收入之和。



其五，马克思假设存在资本家消费，我们不考虑资本家消费。 但根据中国的实际

情况，我们假设对两部类产品都存在外生需求。 这一需求可以是国家支出，也可以是

净出口，还可以是某个社会群体的奢侈型消费。 令外生需求占两部类净产值的比重分

别为 ｓ１ 和 ｓ２。 设定外生需求是为了使模型更加贴合实际，使模型能考虑除劳动者消

费和投资以外的其他需求形式。
最后，马克思在模型中直接使用价值量，或者说马克思假设产品价格与价值成比

例，而本模型全部为价格量。 模型不对产品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进行限定，价格可以由

于计划经济下的价格剪刀差或由于市场垄断而偏离价值。 设定这一假设是为了简化

分析，避免涉及价格量与价值量存在差别的问题。 这一假设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并不矛

盾。 马克思在讨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时同样未涉及价格量与价值量存在差别的问题。
我们进一步假设，两部类贸易条件 ｐ ＝ ｐ１ ／ ｐ２ 是一个保持不变的模型参数①。

两部类要在给定价格下实现供求平衡，需要满足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即 ｐ２ａ２１

Ｘ１ ＋ ｐ１ ｌ１Ｘ１ｑ１ ＞ ｐ１ａ１２Ｘ２。 并且，任何一个部类追加的产品 １ 不能超过 ｐ１ａ２１Ｘ１ ＋ ｐ１ ｌ１Ｘ１

ｑ１ － ｐ１ａ１２Ｘ２，否则另一部类将无产品 １ 可供追加。 从部类平衡来看，对产品 １ 的需求

来自三个方面：两部类简单再生产需要补偿的用作生产资料的产品 １；两部类追加的

用作生产资料的产品 １（分别为 ΔＣ１１和 ΔＣ１２）；对产品 １ 的外生需求。 对产品 ２ 的需

求来自四个方面：两部类简单再生产需要补偿的用作生产资料的产品 ２；两部类追加

的用作生产资料的产品 ２（分别为 ΔＣ２１和 ΔＣ２２）；两部类工人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对产

品 ２ 的外生需求。 两部类的供求平衡条件分别为：

ｐ１Ｘ１ ＝ ｐ１ａ１１Ｘ１ ＋ ｐ１ａ１２Ｘ２ ＋ ΔＣ１１ ＋ ΔＣ１２ ＋ ｓ１Ｙ１ （５）

ｐ２Ｘ２ ＝ ｐ２ａ２１Ｘ１ ＋ ｐ２ａ２２Ｘ２ ＋ ΔＣ２１ ＋ ΔＣ２２ ＋ ｗ（１ － ｓｗ）（Ｙ１ ＋ Ｙ２） ＋ ｓ２Ｙ２ （６）

　 　 令 ｘ ＝ ｐＸ１ ／ Ｘ２，该变量反映了产业结构。 由于中间投入系数和产品价格不变，所以

ΔＣ２１ ＝
ｐ２ａ２１

ｐ１ａ１１
ΔＣ１１，ΔＣ２２ ＝

ｐ２ａ２２

ｐ１ａ１２
ΔＣ１２。 令

ΔＣ１１

ｐ１ａ１１Ｘ１
＝ ｇ１，

ΔＣ１２

ｐ１ａ１２Ｘ２
＝ ｇ２。 ｇ１ 和 ｇ２ 这两个变量可

以分别代表部类 Ｉ 和部类Ⅱ的总产值增速。 （５）和（６）结合（１）和（２），经过化简可得：

ａ２１
ｘ
ｐ ＋ ｌ１ｑ１ｘ（１ － ｓ１） ＝ ｐａ１２（１ ＋ ｇ２） ＋ ａ１１ｘｇ１ （７）

ｐａ１２ ＋ ｌ２ｑ２［１ － ｓ２ － ｗ（１ － ｓｗ）］ ＝ ａ２１
ｘ
ｐ （１ ＋ ｇ１） ＋ ａ２２ｇ２ ＋ ｗ（１ － ｓｗ） ｌ１ｑ１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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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出现技术进步或有关价格的政策发生变化时，两部类贸易条件就会变化。 这种参数变化可以通过比

较静态分析判断其对模型内生变量的影响。



　 　 给定产业结构、贸易条件和投入系数，（７）和（８）存在 ｇ１、ｇ２ 和 ｗ 三个内生变量。
求解内生变量需要增加一个条件。 以下我们说明两种增加条件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分

别对应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
（二）平衡增长

平衡增长是指两部类以相同的速度增长。 在平衡增长的状态下，两部类的总产值

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因此 ｘ 保持不变。 两部类的净产值、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都以

相同的速度增长。 平衡增长需要满足的条件是：
ｇ１ ＝ ｇ２ ＝ ｇｂ （９）

　 　 其中 ｇｂ 为平衡增长率。 根据（７）和（９）可得：

ｇｂ ＝
ａ２１

ｘ
ｐ ＋ ｌ１ｑ１ｘ（１ － ｓ１） － ｐａ１２

ａ１１ｘ ＋ ｐａ１２
（１０）

　 　 在满足扩大再生产必要条件的情况下，ｇｂ ＞ ０。 令平衡增长情况下劳动报酬份额

为 ｗｂ。 由（８）和（１０）可得：

ｗｂ ＝
ｐａ１２ ＋ ｌ２ｑ２（１ － ｓ２） － ａ２１

ｘ
ｐ － ａ２１

ｘ
ｐ ＋ ａ２２( )ｇｂ

（１ － ｓｗ）（ ｌ１ｑ１ｘ ＋ ｌ２ｑ２）
（１１）

　 　 我们用马克思的经典数值例子对平衡增长的存在性进行验证。 这一数值例子相

当于 ｓ１ ＝ ｓ２ ＝ ｓｗ ＝ ａ２１ ＝ ａ２２ ＝ ０ 的情况。 第一年的情况表示为：
Ⅰ ４０００ｃ ＋ ２０００ｙ ＝ ６０００
Ⅱ １５００ｃ ＋ １５００ｙ ＝ ３０００

　 　 由于劳动报酬份额在模型中是内生变量，因此以上等式中净产值是一个整体 ｙ。
根据（１０）和（１１）计算可得 ｇｂ ＝ ０ ０９１，ｗｂ ＝ ０ ８５７。 令 Ｗ 代表工资总额，它是原有可

变资本与追加可变资本之和。 第一年的情况可重新表示为：
Ⅰ ４０００ｃ ＋ １７１４Ｗ ＋ ２８６Δｃ ＝ ６０００
Ⅱ １５００ｃ ＋ １２８６Ｗ ＋ ２１４Δｃ ＝ ３０００

　 　 两部类用于追加不变资本的积累基金总计 ５００，其中部类 Ｉ 追加不变资本为

３６４，部类Ⅱ追加不变资本为 １３６。 这里每个部类的积累与本部类剩余价值不相等，
但积累总额与剩余价值总额相等。 由于中间投入与净产值之比不变，所以第二年情

况变为：
Ⅰ ４３６４ｃ ＋ ２１８２ｙ ＝ ６５４６
Ⅱ １６３６ｃ ＋ １６３６ｙ ＝ ３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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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参数均未变化，因此第二年的平衡增长率和劳动报酬份额都保持不变，整个

经济将保持平衡增长率持续增长下去。
（三）不平衡增长

平衡增长并不是国家最优的选择。 首先，当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时，ｘ 比

较小，平衡增长只能维持而不能发展产业结构，无法实现工业化。 并且，当 ｘ 非常小

时，会出现不满足扩大再生产必要条件的情况，导致 ｇｂ ＜ ０，此时平衡增长显然是无从

着手的。 其次，由（１０）可以证明，ｘ 越高，对应的 ｇｂ 就越高。 如果国家希望在未来达

到一个更高的平衡增长率，那么就会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选择偏离平衡增长。 再次，不
平衡增长会导致两部类增长率都上升①，因此它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稳增长政策，也更

有利于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所以，即使在经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当经济遭受

负面冲击因而国家需要稳增长时，不平衡增长也可能出现。
按照 ｇ１、ｇ２、ｇｂ 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区分经济增长的三种状态。 第一，当 ｇ１ ＞ ｇｂ

时，经济处于不平衡增长状态。 为了实现工业化或是提高未来的平衡增长率，国家优

先发展部类 Ｉ，选择ｇ１ 作为部类 Ｉ 的目标增长水平，且ｇ１ ＞ ｇｂ。 两部类供求平衡条件

（７）和（８）只剩 ｇ２ 和 ｗ 两个内生变量。 可以证明，当ｇ１ ＞ ｇｂ 时必然有 ｇ２ ＜ ｇｂ。 第二，
当 ｇ１ ＝ ｇｂ 时，经济处于平衡增长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平衡增长的参照基准。 第三，当
ｇ１ ＜ ｇｂ 时，经济处于优先发展部类Ⅱ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出现是因为不平衡增长不能

持续（下文将讨论不能持续的原因），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在这种状态中，国家

仍然选择部类 Ｉ 的增长目标ｇ１，但ｇ１ ＜ ｇｂ。 同样，两部类供求平衡条件决定 ｇ２ 和 ｗ。
可以证明，当ｇ１ ＜ ｇｂ 时必然有 ｇ２ ＞ ｇｂ。 当国家外生给定ｇ１ 时，（７）和（８）变为：

ａ２１
ｘ
ｐ ＋ ｌ１ｑ１ｘ（１ － ｓ１） ＝ ｐａ１２（１ ＋ ｇ２） ＋ ａ１１ｘ ｇ１ （１２）

ｐａ１２ ＋ ｌ２ｑ２［１ － ｓ２ － ｗ（１ － ｓｗ）］ ＝ ａ２１
ｘ
ｐ （１ ＋ ｇ１） ＋ ａ２２ｇ２ ＋ ｗ（１ － ｓｗ）ｌ１ｑ１ｘ （１３）

　 　 得到 ｇ２ 和 ｗ 的表达式：

ｇ２ ＝
ａ２１

ｘ
ｐ ＋ ｌ１ｑ１ｘ（１ － ｓ１） － ａ１１ｘ ｇ１

ｐａ１２
－ １ （１４）

ｗ ＝
ｐａ１２ ＋ ｌ２ｑ２（１ － ｓ２） － ａ２１

ｘ
ｐ （１ ＋ ｇ１） － ａ２２ｇ２

（１ － ｓｗ）（ ｌ１ｑ１ｘ ＋ ｌ２ｑ２）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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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图 ２ 数值模拟结果。



　 　 由上式可以看出，只要ｇ１ 不超过一定点，ｇ２ 就为正，且ｇ１ 越大，ｇ２ 就越小①。
以下我们仍然用马克思的数值例子对优先发展部类 Ｉ 的可能性进行验证。 在这

一例子中，ｇ１ 不能超过 ０ １２５ 的最高限②，也不能低于平衡增长率 ０ ０９１，因此我们假

设国家设定的部类 Ｉ 增速目标为平衡增长率和最高限的均值 ０ １０８。 根据（１４）得到

ｇ２ ＝ ０ ０４５。 在数值例子中，由于 ａ２１ ＝ ａ２２ ＝ ０，所以劳动报酬份额不受国家政策目标的

直接影响③，可得 ｗ ＝ ０ ８５７。 两部类用于追加不变资本的剩余价值仍然是 ５００，但其

中部类 Ｉ 追加不变资本为 ４３２，部类Ⅱ追加不变资本为 ６８。 第二年情况变为：
Ⅰ ４４３２ｃ ＋ ２２１６ｙ ＝ ６６４８
Ⅱ １５６８ｃ ＋ １５６８ｙ ＝ ３１３６

　 　 在第二年，反映产业结构的变量 ｘ 从 ２ 提高至 ２ １２０，导致平衡增长率从 ０ ０９１ 上

升至 ０ １０８，劳动报酬份额从 ０ ８５７ 下降至 ０ ８２９。 ｇ１ 的上限从 ０ １２５ 上升为 ０ １４６。
假设此时国家仍然把部类 Ｉ 增速目标设定为平衡增长率和最高限增长率的均值，则增

速目标从 ０ １０８ 上升为 ０ １２７，ｇ２ 从 ０ ０４５ 上升为 ０ ０５４。
图 ２ 以马克思的数值例子作为初始情况，分别模拟了优先发展部类 Ｉ 和优先发展

部类Ⅱ两种情况。 在优先发展部类 Ｉ 的情况中，我们假设国家根据平衡增长率和最高

限增长率的均值设定部类 Ｉ 的增速目标。 可以看到，不平衡增长提高了部类 Ｉ 在经济

中的比重，使平衡增长率上升，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在优先发展部类Ⅱ的情况中，我们

假设国家根据 ０ ９ 倍的平衡增长率设定部类 Ｉ 的增速目标。 此时，部类 Ｉ 的比重下降，
平衡增长率下降，劳动报酬份额上升。

以上分析揭示出几点启示。 第一，国家的剩余动员能力对工业化至关重要。 没有

这种能力，中国必然陷入一种低收入陷阱之中。 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对剩余

的动员必然需要国家的作用。 这种动员剩余的能力必然要求国家成为重要的剩余占

有者，因此国有企业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动员剩余的要求。 第二，国家对分配

的影响能力对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也很重要。 如果国家对分配没有影响，那么重工业

增长目标就只能去适应分配，不平衡增长也就无法实行。 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是相互

联系的；国家不能只调整产业结构而不调整分配结构，也不能只调整分配结构而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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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１４）和（１５）式可分析资本有偏型技术进步对部类Ⅱ增速和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假定资本有偏

型技术进步表现为 ａ１１上升，ｌ１ 下降，ｑ１ 上升，ｌ１ ｑ１ 下降。 可知，部类Ⅱ增速会下降，劳动报酬份额会上升。 但动态

来看，部类Ⅱ增速下降会提高 ｘ，最终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如果部类 Ｉ 的增速为 ０ １２５，那么部类 Ｉ 追加的不变资本为 ５００，而全部可追加的生产资料价值为 ５００，此

时部类Ⅱ的增速为 ０。 因此，０ １２５ 是部类 Ｉ 增速的最大值。
但在动态过程中，不平衡增长会导致产业结构重工业化程度提高，要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图 ２　 优先发展部类 Ｉ（上）和优先发展部类Ⅱ（下）的数值模拟

整产业结构。 第三，以军事支出为代表的国家支出的减少（即降低 ｓ１）可以在不改变

部类Ⅱ增长率和劳动报酬份额的情况下提高部类 Ｉ 的增长率。 第四，如果部类Ⅱ企业

存在出口市场，出口需求扩大的效果等同于 ｓ２ 上升或 ｓｗ 下降，这会降低满足均衡条件

的劳动报酬份额。 第五，国家实行价格剪刀差（即提高 ｐ）可以在保持劳动报酬份额不

变的情况下提高部类 Ｉ 增速，但这会导致部类Ⅱ增速下降。
（四）不平衡增长的周期性

不平衡增长状态是无法维持的。 这是因为，国家既追求经济发展目标，也追求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后一目标要求劳动报酬份额应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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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不平衡增长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进而要求劳动

报酬份额下降。 不平衡增长提高了部类 Ｉ 占经济的比重，而为了实现部类 Ｉ 的供求平

衡，必然要相应增加对产品 １ 的需求；而在净产值中，对产品 １ 的需求即投资，在工人

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投资与工资总额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劳动

报酬份额的下降。 投资占净产值的比重增加又会导致产出以更高速度增长。 当经济

优先发展部类Ⅱ时，劳动报酬份额就会不断上升，产出增速就会越来越低。
不平衡发展会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不仅如此，积累会带

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且部类 Ｉ 劳动生产率增速很可能快于部类Ⅱ，这会进一步导致

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因此，国家出于追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的，会随着劳动报酬

份额的下降而调整部类 Ｉ 的增速目标，逐渐从优先发展部类Ⅰ过渡到优先发展部类

Ⅱ。 我们假设国家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劳动报酬份额底线 ｗ∗。 这一底线可被视为历史

形成的结果，它是模型的一个外生变量①。 国家根据现实中的劳动报酬份额与该底线

之间的差距对部类 Ｉ 的增速目标进行调整。 对于任意一个变量 Ｚ，我们用 Ｚ̇ 表示
ｄＺ
ｄｔ ，

即变量 Ｚ 随时间的变化；用 Ｚ＾ 表示
Ｚ·

Ｚ ，即变量 Ｚ 随时间 ｔ 变化的变化率。 我们把部类 Ｉ

增速目标的调整规则表示为：
ｇ·１ ＝ － μ０ ＋ μ１（ｗ － ｗ∗） （１６）

　 　 在上式中，ｇ·１ 表示部类 Ｉ 增速目标随时间的变化，μ０ 和 μ１ 都是正的参数。 这一

规则的含义是：如果劳动报酬份额高于劳动报酬份额底线但已接近该底线时（即 ｗ∗

＜ ｗ ＜ ｗ∗ ＋ μ０ ／ μ１），那么国家就会下调部类 Ｉ 的增速目标（即ｇ·１ ＜ ０）；反之，如果劳动

报酬份额显著高于劳动报酬份额底线（即 ｗ ＞ ｗ∗ ＋ μ０ ／ μ１），那么国家就会上调部类 Ｉ
的增速目标；劳动报酬份额恰好等于底线的情况是国家调整部类 Ｉ 增速目标的临界

值。 根据（１４）和（１５）式，ｇ２ 和 ｗ 可分别表示为关于ｇ１ 和 ｘ 的函数。 我们分别用 ϕ 和

ｖ 表示这两个函数。 同时，根据 ｘ 的定义，ｘ 的增长率等于ｇ１ 和 ｇ２ 之差。 因此：

ｇ·１ ＝ － μ０ ＋ μ１（ｖ（ｇ１，ｘ） － ｗ∗） （１７）
ｘ^ ＝ ｇ１ － ｇ２ ＝ ｇ１ － ϕ（ｇ１，ｘ） （１８）

　 　 以上两式构成了一个动态系统。 在一个以ｇ１ 为横轴，以 ｘ 为纵轴的坐标系中，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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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可以从国家使用资本性收入实行再分配的能力角度对这一底线的存在进行解释。 假定国家可以通过

资本性收入的再分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国家的这一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劳动报酬份额低于上述底线，即使国家

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可避免落后于经济增长。 此时，国家只能调整增长战略。



系统的均衡点表示为（ｇｏ
１，ｘｏ）。 该均衡点满足以下条件：

ｖ（ｇｏ
１，ｘｏ） ＝ μ０ ／ μ１ ＋ ｗ∗ （１９）

ϕ（ｇｏ
１，ｘｏ） ＝ ｇｏ

１ （２０）

　 　 （１９）说明均衡点中的劳动报酬份额是一个略高于 ｗ∗的常数。 令 ｆ（ｇ１，ｘ） ＝ ｇ·１，ｈ
（ｇ１，ｘ） ＝ ｘ̇。 经过线性化后，该动态系统的雅可比矩阵表示为：

Ｊ ＝
ｆｇ１（ｇ

ｏ
１，ｘｏ）　 ｆｘ（ｇｏ

１，ｘｏ）

ｈｇ１（ｇ
ｏ
１，ｘｏ）　 ｈｘ（ｇｏ

１，ｘｏ）

æ

è
çç

ö

ø
÷÷

图 ３　 相图分析

　 　 可以判断，矩阵的迹 ｔｒ （ Ｊ） ＜ ０，矩阵的行列式 ｄｅｔ
（Ｊ） ＞ ０，因此均衡点具有渐进稳定性。 图 ３ 给出了动态系

统的相图，说明在ｇ１ － ｘ 坐标系中应存在逆时针运动的轨

线。 如果模型参数进一步满足 ｔｒ （Ｊ） ２ ＜ ４ｄｅｔ （Ｊ）这一条

件，那么均衡点为焦点。 此时，在ｇ１ － ｘ 坐标系中，任何偏

离均衡点的起点都会以逆时针方向螺旋式运动并逐渐趋

向于均衡点。 因此，下文将展示状态变量在ｇ１ － ｘ 坐标系

内的运动轨迹，该轨迹将在经验上判断模型是否满足 ｔｒ （Ｊ） ２ ＜ ４ｄｅｔ （Ｊ）这一条件。
此外，我们还通过参数赋值模拟的方法证明，在正常情况下，该条件成立①。

需要说明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周期模型对应的是极限环情况，但我们在 Ｂａｒ⁃
ｂｏｓａ⁃Ｆｉｌｈｏ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６）、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ｌｌ（２０１７）的研究中发现，他们将上

述螺旋式运动过程也称为“周期”。 因此，本文使用了周期的提法，以反映出产业结构

和分配结构上升与下降交替变动的历史现象。 按照模型预测，我们在现实中应该观察

到两种并行的运动。 一种是经济从偏离均衡点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并趋向于均衡点，另
一种是均衡点随着参数的变化而发生位移。 由于两种运动同时发生，实际观察到的很

可能是经济尚未达到均衡点之前，均衡点就已经移向了新的位置。
之前我们已经说明，本文把不平衡增长周期视为一种中期波动，进而假设 ｇ２ 和 ｗ

能自动满足均衡条件，但是并未讨论是什么机制使它们分别达到均衡点。 分析 ｇ２ 和

ｗ 达到均衡点的机制需要把视角从中期波动转向短期波动。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存在

于短期波动中的调整机制。 在短期中，ｇ２ 和 ｗ 的大小取决于特定的机制，例如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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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渐进稳定性和运动轨迹的判定涉及参数的取值，这里限于篇幅，没有列示。 我们将相关讨论放在

《数学附录》中，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访问《世界经济》网站（ｗｗｗ ｊｗ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ｎ）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在线期刊中本文的

补充材料。 后文类似情况简称“见网站”。



经济中 ｇ２ 取决于部类Ⅱ企业的赢利预期，ｗ 则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 因此

短期中它们很可能偏离中期均衡点。 假设国家知道 ｇ２ 和 ｗ 在中期波动中的均衡点，
并且通过宏观调控对 ｇ２ 和 ｗ 进行调整，使其逐渐趋向于中期均衡点。 一种可能的调

整机制是 ｇ̇２ ＝ λ［ϕ（ｇ１，ｘ） － ｇ２］和 ｗ̇ ＝ γ［ ｖ（ｇ１，ｘ） － ｗ］，其中 λ 和 γ 为正的参数。 这

两个方程与（１７）以及（１８）式构成了存在于短期波动中的四维动态系统。 我们对这一系

统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说明，在参数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均衡点仍然是渐进稳定的。
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国家仍然有能力通过宏观调控对 ｇ２ 和 ｗ 进行调整。 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部类Ⅱ企业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但国家在融资、土地等方面制约着部类

Ⅱ企业的增速。 国家仍然有效掌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集中在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国家通过这些国有企业也能够间接影响部类Ⅱ增速。 在分配方

面，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价等政策手段影响企业工资水平。 就业优

先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都可以降低劳动者失业成本，间接提高劳动者的市场谈判力。
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 ｇ２ 和 ｗ 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仍然存在有效的调整

机制。

四　 不平衡增长周期性的经验检验

本文经验分析部分的总体思路是考察部类增速、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三者之间是

否具有上一节模型所预测的相互作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采用了 Ｓｉｍｓ（１９８０）
提出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ＶＡＲ）。 该方法将相关

变量纳入一个线性系统，同时考察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联动关系，适合我们的经验分

析思路。 我们纳入向量的经济变量有三个：ｇ、ｘ、ｗ。 需要说明的是，向量中不考虑 ｇ２，
是因为 ｘ 的变化已经包含了 ｇ２ 的信息。

（一）变量衡量方法和数据来源

“部类”原本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２ 卷为了理论分析提出的概念，与现实统计

中的行业划分有很大不同。 使用现实统计数据进行部类划分固然可行（李帮喜等，
２０１９），但不得不对数据进行加工，有可能出现不同研究者采用差别很大的加工方法

的问题。 本文自模型部分起就采用了另一种思路，即通过扩展马克思的两部类模型，
使模型更贴近现实统计中的行业划分。 所以在模型中，即使一个行业既生产生产资

料，也生产消费资料（例如农业），我们也仍然将该行业归为部类Ⅱ的一部分。
在经验研究中，我们采取两种方法定义部类 Ｉ 和部类Ⅱ。 第一种方法将部类 Ｉ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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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统计中的重工业，而将部类Ⅱ定义为轻工业和农业之和①。 根据统计定义，重工

业就是以生产资料为产品的工业部门，而轻工业主要生产消费资料，但其产品也可用

作原材料等生产资料。 农产品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剩余的

重要来源，因此我们将农业也归入部类Ⅱ。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业只有劳动报酬概

念而没有工资概念，纳入农业后，两部类劳动报酬既包含工资，也包含务农收入。 第二

种方法与第一种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部类 Ｉ 增加了建筑业。 重工业投资必然伴随着

基础设施建设，后者是部类 Ｉ 扩张不可或缺的部分。 当然，建筑业也与住房建设相关，
而住房属于消费资料。 考虑到建筑业的这一特殊性，我们仅把第二种方法用于对第一

种方法结果稳健性的检验。
在数据方面，《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了 １９４９－１９９８ 年重工业、轻工业

和农业的总产值。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７ 年的农业总产值。 但是

１９９８ 年之后，统计数据只提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轻重工业的总产值。 因此，我们对

１９９８ 年之后的轻重工业总产值进行了估算。 估算方法是假设轻重工业总产值增速与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轻重工业总产值增速分别相等，根据 １９９８ 年轻重工业总产值推算

之后年份的轻重工业总产值。 在缺失总产值的年份，我们以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作为推

算参数。 在缺失轻重工业划分数据的年份，我们把细分行业进行归类，以此估算轻重

工业的数据。 由此我们得到 １９４９－２０１７ 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年度数据，
从而得到部类 Ｉ 与部类Ⅱ的总产值之比 ｘ 的年度数据。

为了计算部类 Ｉ 的增速，我们对重工业总产值进行了价格调整。 由于统计数据缺

乏重工业价格指标，我们用工业相关价格指标代替。 １９５１－１９７７ 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８９－２０１７ 年分别使用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这些价格指数越到后期越能反映实际情况。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

价格变动较少，使用以上替代性的价格指数在早期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经过价格调

整，我们计算得到 １９５１－２０１７ 年部类 Ｉ 总产值增速 ｇ１ 的年度数据。
中国统计数据没有提供 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整个经济或分行业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也

没有提供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分行业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②。 我们使用的分行业劳动报酬

份额数据来自 Ｑｉ（２０１７）的估算结果，并依照该研究的方法补齐了最新数据。 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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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对应方法可以得到数据佐证。 我们利用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７ 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重工业行业和轻

工业行业的产品各自用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 结果说明，从行业层面来看，重工业行业的产品绝大多数

用作生产资料，轻工业行业的产品既用作消费资料，也用作生产资料。
个别年份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分配数据，但没有连续的年度数据。



估算方法的整体思路是：对 １９７８ 年之前的时期，利用行业工资总额、劳保福利费和农

村居民消费估算行业劳动者报酬，利用净产值估算行业净增加值；对 ２００４ 年之后的时

期，利用行业就业总量、平均工资、农业净增加值和农业税估算行业劳动者报酬，并用

长期平均固定资产折旧比重和行业增加值估算行业净增加值。 两部类劳动报酬份额

是两部类劳动报酬之和与净增加值之和的比例。 按照这一方法，我们得到 １９５２－２０１７
年两部类劳动报酬份额 ｗ 的年度数据。

（二）描述性统计和数据处理

我们以两种方法展示数据的基本特征。 首先，图 ４ 给出了三个变量在 １９５２－２０１７
年间的变动趋势。 从图 ４ 可以看出，部类 Ｉ 增速较为平稳，而产业结构和劳动报酬份

额可能呈现时间趋势。 用产业结构和劳动报酬份额分别对时间回归得到的系数估计

值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用部类 Ｉ 增速对时间回归得到的系数估计值统计上不显

著①。 从理论模型来说，产业结构和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参数变

化和均衡点位移所导致的结果。 本文最终关注的是这些变量的波动及其周期性，而不

是它们的长期趋势。 所以，我们对产业结构和劳动报酬份额进行去趋势处理，用它们

分别对时间回归并取残差。 残差项包含了我们所关注的有关波动的信息。 以下我们用

ｘ 和 ｗ 分别代表经过去趋势处理的产业结构和劳动报酬份额，它们与 ｇ１ 共同构成向量

自回归分析的对象。 对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 ５％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因此，三个变量是平稳变量，满足向量自回归分析的前提。

其次，我们在图 ５ 中的 ｇ１ － ｘ 象限做出二者的动态轨迹，并分四个时期进行展示。

根据上一节分析，如果模型参数满足 ｔｒ （Ｊ）２ ＜ ４ｄｅｔ （Ｊ）这一条件，二者应在 ｇ１ － ｘ 象限

中呈现逆时针旋转的动态轨迹。 这一轨迹一方面应在逆时针旋转的过程中趋近于均衡

点，而另一方面又会随着均衡点本身的位移而发生变化。 均衡点本身的位移是模型参数

变化的结果。 现实中投入系数、劳动生产率、部类间的贸易条件、储蓄率、国家税率等发

生变化都会导致均衡点的位移。 为了让动态轨迹更清晰，我们借鉴 Ｂａｒｂｏｓａ⁃Ｆｉｌｈｏ（２０１６）
的方法，使用 ＨＰ 滤波对 ｇ１ 和 ｘ 变量进行过滤，并使用过滤后的趋势值展示动态轨迹。

从图 ５ 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动态轨迹都呈现逆时针旋转的形状，支持了我们

的理论预测，即模型存在螺旋式收敛过程。 ５０ 年代初和 ９０ 年代并未呈现逆时针旋

转，但这两个时期都是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５０ 年代初是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而 ９０ 年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建立的时期。 当发生体制重大变化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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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直接观察劳动报酬份额可能看不出时间趋势，对此，我们根据回归结果判断其存在时间趋势。



图 ４　 部类 Ｉ 增速、产业结构与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趋势

财税等机制都会发生变化，理应出现参数变化以及均衡点的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非

公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发展，国家对分配的调整能力已不如计划经济时期；并且，
国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力相对来说强于国家的分配调整能力。 这一方面使不平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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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部类 Ｉ 增速与产业结构的时间轨迹线

长周期相对延长（如图５ 右下图所示），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必须与分配结构相匹配，
国家两种能力的“失调”会引发价值实现问题，反映为产能过剩等现实问题。 但需要说

明的是，国家分配调整能力的下降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而言的；国家在初次分配中仍

然具备较为强大的分配调整能力。 例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中国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间是全球工资增长最快的国家；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持续提

高最低工资，各地最低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Ｑｉ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ｇｌｅ， ２０１９）。
（三）脉冲响应方程及相关检验

向量自回归（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ＶＡＲ）结果通常以脉冲响应方程、格兰杰因果

检验和方差分解三种方式呈现。 本文限于篇幅主要报告脉冲响应方程的结果①。 根

据之前的理论模型，我们对还原形式 ＶＡＲ 施加因果链 ｇ１→ｘ→ｗ，进而得到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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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将有关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放入《数学附录》，见网站。



的 ＶＡＲ。 该因果关系意味着 ｗ 对 ｇ１ 与 ｘ 都没有当期影响，而 ｘ 对 ｇ１ 没有当期影响①；
ｘ 只可能对 ｗ 有当期影响，而 ｇ１ 对 ｘ 和 ｗ 都可能有当期影响。

之前的理论模型预测，当劳动报酬份额上升时，国家实施不平衡增长战略有了更

大的空间，因此会提高部类 Ｉ 增速目标。 由于国家对部类 Ｉ 有较强的控制力，增速目

标的提高会反映为现实中增速的提高。 模型还预测，部类 Ｉ 增速提高必然会导致产业

结构趋向重工业化，这必然要求劳动报酬份额下降。 由于国家有能力对分配结构进行

调整，当部类 Ｉ 增速提高时，我们理应观察到现实中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 所以，在脉

冲响应方程中，我们重点关注 ｗ 的上升冲击对 ｇ１ 产生的影响和 ｇ１ 的上升冲击对 ｗ 产

生的影响。 图 ６ 是脉冲响应方程的结果。 可以看出，ｗ 的上升会导致 ｇ１ 在第 ２ 期和

第 ３ 期出现明显上升（第 １ 行第 ２ 个图）；反过来，ｇ１ 的上升导致对 ｗ 在当期有明显下

降（第 ２ 行第 １ 个图）。 因此，模型的预测得到了支持。

图 ６　 脉冲响应方程

说明：图中虚线显示了 ９０％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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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理论模型中，（１４）式说明部类Ⅱ增速是产业结构和部类 Ｉ 增速的函数，（１５）式说明劳动报酬份额也是产业结

构和部类 Ｉ 增速的函数。 利用（１４）式，给定上一期的产业结构，当期的产业结构就可以表示为关于部类 Ｉ 增速的函数。



最后，我们对 ＳＶＡＲ 结果进行了相关检验。 首先，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在 １０％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ｇ１ 是 ｘ 的格兰杰原因，也是 ｗ 的格兰杰原因；ｘ 是 ｗ 的格兰杰原

因，但不是 ｇ１ 的格兰杰原因；ｗ 是 ｇ１ 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 ｘ 的格兰杰原因。 这些结

果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 其次，我们对 ＳＶＡＲ 结果进行诊断，说明模型满足稳定性条

件，且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性。 再次，我们用前文提到的第二种衡量部类的方法得到的

另一组数据重复了以上经验研究，结果证明以上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　 结论

本文从长期历史视角考察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关注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相互

影响及其周期性，并基于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分析。 我们认为，不平

衡增长有利于中国摆脱低水平收入陷阱，能提高未来的平衡增长率，也能满足国家稳

增长的宏观目标。 不平衡增长具有周期性，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双重目标，而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可避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落

后于经济发展，表现为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于是国家必须对发展方式进行调整，促进劳

动报酬份额的回升。 因此重工业增长率、轻工业增长率、产业结构以及劳动报酬份额

这四个变量都呈现周期性波动；并且，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对重工业增速上升具有促

进作用，而重工业增速上升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抑制作用。 从这一视角来看，当前中

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不平衡增长周期的后半期，其特点是重工业增速放缓和劳动报酬份

额上升。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分配结构有利于劳动要素的变动是

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模式的正常结果，值得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本文构建的两部

类再生产模型还可以从多个方面扩展，我们将这些扩展留给将来的研究。 这些有待扩

展的领域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模型

可以引入 Ｋａｌｄｏｒ⁃Ｖｅｒｄｏｏｎ 内生技术进步，把劳动生产率增速刻画为部类增速的函数，
用来考察技术进步对不平衡增长周期的影响①。 其二，在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背景

下，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本国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此出口需

求可以内生化。 其三，模型可以进一步设定成本加成价格机制，使部类间贸易条件内

生化，以此分析垄断和通货膨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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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没有直接考虑技术进步，但这不会影响论文的主要结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会加剧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不同部类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不同会加剧产业结构的改变。 技术进步为分

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变数，但并未在本质上改变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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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周期：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分析



